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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互助化的兴起与衰落？ 
——网络互助的法律性质与监管应对分析 

 

何启豪  张俊岩 
 

 

摘  要：2008 年金融危机使得人们质疑金融组织去互助化浪潮。传统互助与互联网技术

结合而生的网络互助成为再互助化的新型组织形式。网络互助的受益人覆盖面较广，风险保

障门槛较低，但也存在较大风险。实践中，银保监会以其不属于保险而将其排除在监管范围

之外。网络互助虽不属于《保险法》严格定义的商业保险，但根据保险业务标准分析可知其

具有保险的核心内涵，应依照“穿透式”监管标准，以“实质重于形式”的态度纳入监管。

如果不纳入保险监管，实际上降低了该行业的准入和经营要求。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分析，网

络互助存在众多的“节点/行动者”，具有风险分散与传染两面性、“太多连接而不能倒”的系

统性风险等特征。监管举措应以消费者利益保护为基本价值，以透明度原则为依托，强化平

台信息披露义务，并积极采纳监管科技工具、公私合作模式以提高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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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的概念像是轮回，似乎总是时不时地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上登场、谢幕、再登场。 

——［美］斯蒂芬·德森纳〔1〕 

一、问题的提出 

互助是生物的本能、进化的要素。
〔2〕

在人类社会早期，互助是主要的风险保障机制。如古埃

及金字塔石匠互助、古罗马士兵丧葬互助，由来自特定群体的成员，基于相互扶助的精神组成团

体，共同出资以救济包括死亡、疾病、伤残、年老、火灾、盗窃等人身和财产损失事故。但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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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
〔3〕

以及保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大量的互助组织失败了。但互助并没有完全消失，幸存下来

的互助组织逐渐与保险相结合。然而，自 1970 年至 2000 年，股份制浪潮席卷金融服务行业，众

多保险公司由相互制转变为股份制。
〔4〕2008 年金融危机不仅促使人们反思数十年来的股份制或去

互助化（demutualization）的成本，而且监管的失败也为重新考虑互助化的组织形式即再互助化

（remutualization）创造了机会。
〔5〕 

在健康风险保障领域，传统互助与互联网技术结合而生的网络互助近年来发展迅猛。尤其在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居民健康风险保障意识进一步提高。网络互助迅猛发展的原因，一方面

在于人们对健康保障的极大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现有医保虽覆盖广泛但保障程度不足，“因病

返贫”仍是挑战；商业健康保险保费较高、承保条件苛刻，对于中低收入群体和中高风险群体而

言门槛较高。另一方面在于网络互助的模式优势：以互联网为媒介，去中心化经营有效降低了成

本，会员的损失分摊少；与普惠金融发展契合，受惠人群覆盖广，风险保障门槛低。以“相互宝”

为例，在所有成员中，56%来自三线城市及以下区域，其中 32%来自农村和县城。
〔6〕 

但是，网络互助面临着“理论落后于实践，立法落后于监管，监管落后于市场”的窘况。虽

然暴露的或潜在的风险巨大，但网络互助监管仍处于空白状态，这甚至成为 2021 年网络互助平台

“关停潮”的重要原因。
〔7〕

而且，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网络互助的法律属性认知存在争议，因而给司

法审判带来较大困扰。2021 年末，北京朝阳法院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司法建议，

建议厘清网络互助产品的法律属性，并加强从业监管。
〔8〕

因此，明确网络互助的法律性质成为司

法审判与行政监管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笔者以风险规制为主线，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基于

保险业务标准（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分析网络互助的法律性质，并采用社会网络理论剖析网

络互助风险特征，分析恰当的监管应对措施。 

                                                        
〔3〕 例如，成员规模难以为继，运行成本较高，团体资源有限；对商业化的反对延伸为对保险原则与技巧的漠视，缺乏精算制度

的支撑，在管理环节上往往只是依靠经验；以及缺乏法律监管，互助社面临着破产或者是欺诈的指控等。参见［美］维维安娜·泽利泽：

《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姚泽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71 − 173 页。 

〔4〕 Vivian Jeng, Gene C. Lai & Michael J. McNamara, Efficiency and Demutua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S.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74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68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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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晶晶：《相互宝大病救助人数急增》，载《财金周刊》2019 年 8 月 12 日，第 B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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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具有商业保险的特征，但处于“非持牌经营”的状态，涉众风险不容忽视。参见打非局课题组：《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

建议研究》，载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 2020 年 9 月 3 日，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926652& 

itemId=969&generaltype=0.  

〔8〕 北京朝阳法院：《朝阳法院向银保监会发送司法建议规范网络互助》，载京法网事 2021 年 11 月 11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 

s?id=1716116193940522664&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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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互助的实践与法律性质争议 

（一）网络互助的实践回顾 

回望网络互助短短十年（2011—2021）的实践，却已历经数个周期。2011 年，康爱公社（原

名抗癌公社）率先开启了我国网络互助行业的探索，并引发了互助创业热潮。随着大量资本涌入，

上百家网络互助平台上线，乱象频发。原中国保监会 2015 年发布的《关于“互助计划”等类保险

活动的风险提示》与 2016 年发布的《关于开展以网络互助计划形式非法从事保险业务专项整治工

作的通知》（保监发改〔2016〕241 号），明确网络互助计划不同于保险，经营主体未纳入保险监

管范畴，网络互助平台变相或实际经营保险业务为非法。受此影响，同心互助、八方互助、未来

互助、蝌蚪互助等平台相继关停，约占行业总数的 1/3。
〔9〕

网络互助一度陷入沉寂，颇有“其兴也

勃焉，其亡也忽焉”之态。2018 年，蚂蚁集团推出“相互保”（后改名为“相互宝”）。与先前大

多数网络互助经营不同，相互宝采取“事前不付费 + 事后分摊”的无资金池模式，并成为首个会

员人数超过 1 亿的网络互助计划。随着百度、美团、滴滴、京东等大型互联网公司陆续入场，网

络互助再度勃兴。2020 年、2021 年，中国银保监会通过发文或发布信息，强调网络互助需规范化

发展，应当持牌经营。受制于监管合规问题与自身运营局限
〔10〕

，2021 年，美团互助、轻松互助、

水滴互助、360 互助、相互宝陆续关停。随着大型头部互助平台停止经营，虽然仍有中小型平台

（包括第一家互助平台康爱公社）仍在坚持，但网络互助再陷低潮。 

网络互助平台面临的监管合规问题，无疑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网络互助价值几

何，则是网络互助能否有机会重获发展的基础。从健康保障的供给与需求来看，人民日益增长的

健康保障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健康保障供给之间仍存在较大的矛盾，缺口高达 8 000 亿美元。
〔11〕

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虽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仍存在保障程度不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家

庭财务比较脆弱；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商业健康保险保

费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仅为 9.4%，商业健康保险赔付支出占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仅为 10.3%。
〔12〕

而网络互助的出现，通过适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AI 等科技，降低了经营成本；通过风险教育，

成为保险的转化工具；通过社群互动，满足成员帮助与互助的精神需求，为我国建立可及、可负

                                                        
〔9〕 宋文娟：《全国人大代表张琳建议网络互助监管借鉴“共享经济模式”治理经验》，载中国经营网 2020 年 5 月 20 日，http://www.cb. 

com.cn//index/show/zj/cv/cv13486201260. 

〔10〕 银保监会肖远企：《网络互助需规范化发展 所有金融活动都必须“有证驾驶”》，载金融界网 2021 年 4 月 16 日，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97185470564096690&wfr=spider&for=pc. 

〔11〕 瑞士再保险：《亚洲健康保障缺口》，载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bx/jg/201812/t20181212_ 

151068.html. 

〔12〕 冯鹏程：《从 1 000 万到 10 000 亿，中国健康险 38 年与 33 项政策》，载和讯网，http://insurance.hexun.com/2020-04-13/20100 

53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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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可持续的健康风险保障体系提供新的动力。
〔13〕 

在分析网络互助的法律性质争议之前，明晰其业务架构及流程不无裨益。网络互助的参与主

体主要包括互助成员和互助计划管理人（一般为平台）。经同意互助计划条款成为互助成员后，可

在约定的风险事件发生后，向平台提交互助申请；平台亲自或委托调查机构对互助申请人（即互

助成员）身份和材料进行调查、审核并确认其是否满足条款约定的申领互助金情况；如满足条款

约定，则由全体互助成员分摊并向互助申请人支付互助金，平台收取管理费；如不满足条款约定，

平台则驳回互助金申请。如果互助申请人对平台的决定存在异议，或提请由互助成员组成的赔审

团（如有）进行审议，或退出网络互助计划。 

（二）网络互助的法律性质争议 

对于网络互助的法律性质，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保险说；二是公益说；三是类保险说。 

1.  保险说 

该观点认为，无论网络互助以何种形式进行包装，只要是将强制的经济分摊作为加入互助组

织（风险池）〔1 3 � Ò 13� Ò �õ�Ä��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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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可能结合网络互助平台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关行为进行综合判断。例如，莆田市中院认定轻松筹

公司组织管理“中青年大病互助行动”并非只是提供网络信息技术服务，“结合（当事人签订的）

《（互助行动）公约》第七章第 34 条‘轻松筹或其指定第三方有权对行动会员的互助申请进行审核，

并最终决定申请会员是否可以获得互助’及第 36 条‘在行动会员符合互助条件时，轻松筹在其他

会员账户里代为扣款并将互助资金划拨给互助申请人’的规定来看，轻松筹公司不仅仅单纯提供

平台技术服务义务，还包括审核、拨付（给付）互助金的义务”。
〔21〕

其次，网络互助服务属于射

幸合同：“会员一方因有偿支付的一定的代价而可能获得平台经营者给予的远远大于所支付费用的

效益，但也可能没有利益可获，故双方形成与保险类同的射幸合同关系。”
〔22〕

再次，网络互助贴

合相互保险的性质。“互助规则载明了会员的入会规则、互助的条件、申请互助的流程等；从该规

则的性质、流程来看，e 互助平台所推出的互助规则完全符合相互保险的性质。”
〔23〕

最后，法院倾

向于保护消费者（会员）利益，引用保险合同法中有利于消费者的规定，如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

务、格式条款规则、争议条款解释规则等，以处理这一新型合同纠纷。 
2.  公益说 

该观点认为，从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暴露的风险来看，网络互助应属于慈善或公益的范

畴，并建议由民政部门进行监管。其理由包括：第一，这一定位符合现有网络互助平台的发展现

实；第二，此定位有利于明晰网络互助与保险的边界，有利于对网络互助平台的有效监管；第三，

此定位有助于促进网络互助平台的良性发展。
〔24〕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下称《慈善

法》）颁布，规定民政部门作为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可以鼓励、引导慈善组织设立医疗救助方

面的捐赠项目。
〔25〕 

在司法实践中，亦有赞同公益说的判决。例如在“张于进与深圳点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案”中，被告点煷公司称“e 互助是一个非盈利网络公益平台，被告公平执行会员间的互助

规则，会员之间相互帮助最基础的依据是《意外互助计划规则》”。
〔26〕

法院认可这一定位，并按照

合同法中无名合同予以对待，而不是像“谷元文与深圳点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法

院认定，e 互助平台“在互助规则中称互助不是保险，但不能否认其保险的性质，不应以互助之

                                                        
〔21〕 轻松筹公司诉张亚霞、郑俊芳服务合同纠纷案，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 03 民辖终 266 号。21〕 ⼀莆田市秀⫻ऀ民法䲚民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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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逃避保险责任”。
〔27〕

在“夏培金与安徽同正行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虽

没有明确网络互助的性质，但通过认定互助会员之间的分摊为“单向赠与行为”，显示法院倾向于

认为其更具有公益属性。 

3.  类保险说 

该观点指出，网络互助虽不是规范意义上的保险，但与保险存在相似之处，应被视为“类保

险”金融服务。
〔28〕

原中国保监会在《关于“互助计划”等类保险活动的风险提示》中指出，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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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吸收了保险的规模经济优点，规模效应提高了互助的风险保障效率，降低了风险分散成本。

从互助、保险到网络互助，体现出了风险分担保障机制的传承与创新（见图 1）。可以说，网络互

助是互助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并致力于解决保险机制的缺陷。网络互助的门槛低，使无力购买

保险的中低收入群体也可获得风险保障；而且更注重实质公平，尤其是社会和谐团结（solidarity）。

例如，网络互助计划虽然对成员的健康标准也有要求，但更多依赖于成员对自身健康标准的承诺，

这使中高风险人群得以获得风险保障。 

 
图 1  风险分担保障机制的演变

〔35〕 

2. 网络互助不属于慈善公益 

民政部于 2017 年 7 月颁发《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慈善组织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明确“公开募捐信息不应与商业筹款、网络互助、个人求

助等其他信息混杂”。依照《慈善法》，慈善是“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

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公益活动（第 3 条）。网络互助计划虽然蕴含了“同舟共济”的公益

理念，但其在运营模式以及运营主体的主观目的上均与公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成为网络互助的

会员有分摊互助金的义务，故将网络互助计划定性为“公益”缺乏理论上的周延性和实践上的可

行性，仅仅反映了其表征而已，不能契合其本质。而且，相互宝等网络互助均定位为商业化产品。

与网络互助类似的网络“救助”（如水滴筹）即“自然人（求助人、发起人）通过网络平台发起大

病专项筹款项目，赠与人通过互联网对项目发起支持，赠与求助人钱款的行为”
〔36〕

，才是《慈善

法》规制的公益组织。 

（四）基于保险业务标准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下称《保险法》）对保险的限定十分严格，类似保险的业务难以被

纳入监管范围。
〔37〕

实践中，类似保险的行为或业务可分为两类：一是假借保险之名，但不具有保

                                                        
〔35〕 Samal Abdikerimova & Runhuan Feng, Peer-to-Peer Multi-Risk Insurance and Mutual Aid,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2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77221721007761. 

〔36〕 水滴公司诉莫春怡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 0105 民初 24711 号。 

〔37〕《保险法》第 2 条将保险定义为：“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

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

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再互助化的兴起与衰落？ 

111 

险之实，其目的在于欺诈消费者，可依照《保险法》第 158 条之规定予以处置
〔38〕

；二是虽无保险

之名，却有保险核心内涵，其目的为推动保险业务创新，或规避保险监管部门的实质监管以降低

合规成本。笔者仅针对第二种类型，基于保险业务标准展开分析，以判断网络互助是否具有保险

的核心内涵。若网络互助具备保险的核心内涵，则应依照“穿透式”监管标准，以“实质重于形

式”的态度将其纳入监管。
〔39〕 

保险业务标准是一个在保险实务中经常遇到，但我国保险法理论上几无研究的法律问题。
〔40〕

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定义何谓保险业务，仅在第 6 条规定，“保险业务由依照本法设立的保险

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保险组织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保险业务”。广东保

监局曾就如何认定互联网公司经营保险业务向原保监会咨询。原保监会在答复广东保监局的函中

提到：“实践中，符合商业保险特征，以保险费以外名义向社会公众收取费用，承诺履行的义务中

含有保险金赔偿、给付责任或者其他类似风险保障责任的活动，可考虑认定为非法经营商业保险

业务行为。是否认定，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明确。”
〔41〕

这一答复强调“保险形式”，例如“保

险费”“保险金赔偿”等。对于网络互助而言，如果网络平台经营者宣称网络互助并非保险，是否

就不能纳入保险监管？ 

域外法关于保险业务标准的规定可供借鉴参考。以保险创新产品走在前列且较多纠纷的美国

为例，通过 Group Life & Health Insurance Co. v. Royal Drug Co.案〔42〕
和 Union Labor Life Insurance 

Co. v. Pireno 案
〔43〕

，联邦最高法院逐渐确立了判断某项业务或产品是否为保险业务的“三要素测

试标准”（three-part test）：（1）该项业务是否涉及转移或分散保单持有人的风险；（2）该项业务是

否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间保险契约关系之实质部分；（3）该项业务是否仅限于保险业经营。但“三

要素测试标准”并不完美，尤其是对于判断金融创新服务或产品是否为保险业务存在一些缺陷。

2000 年，纽约州保监局（New York State Insurance Department）〔44〕
认定信用违约互换（CDS）并

非是保险产品；但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却将 CDS 纳入了保险监管。
〔45〕 

                                                        
〔38〕《保险法》第 158 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擅自设立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或者非法经营商业保险业务的，由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二十万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39〕“穿透式”监管是我国金融监管的重要标准，在 2016 年被正式采纳。参见《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国办发

〔2016〕21 号，2016 年 10 月 13 日发布。（“采取‘穿透式’监管方法，根据业务实质认定业务属性。”） 
〔40〕 曹顺明、赵鹏：《论“保险业务”的实质判定标准——兼析经营延保、救援服务是否构成非法经营保险业务》，载《保险研究》

2015 年第 9 期，第 3 − 8 页。需要指出的是，“保险业务”并不同于“保险人经营的业务”（the business of insurers）。事实上，保险人经

营的业务并非都是保险业务，例如保险公司从事的投资与资产管理业务并非保险业务。 
〔41〕 冷翠华：《互联网公司类保险业务游走在“法”与“非法”边界》，载《证券日报》2016 年 4 月 14 日，第 B2 版。 
〔42〕 440 U.S. 205 (1979). 
〔43〕 458 U.S. 119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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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保险业务认定标准是不断调整的，应当着重考虑确定构成保险的实质要素

（essential elements of insurance）。结合国内外学界与实务界的探索，笔者认为保险业务认定标准应

当包括以下要素：（1）风险转移与承担；（2）非依附性与独立的法律请求权；（3）对价给付；

（4）给付具有射幸性。该标准相对宽松，既考虑消费者利益保护，又考虑保险业的发展。就促进

保险业发展而言，并非严禁部分替代保险功能的产品出现或经营的政策更优，相反采取允许部分

替代保险功能的产品存在之政策更可能促进保险业的不断创新与可持续健康发展。
〔46〕 

以此标准分析网络互助，对于（1）标准，网络互助虽无明显的风险承担主体，但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成员将风险转移给其他成员。换言之，保险是投保人先将风险转移给保险人，尔后再间

接转移于风险共同体成员；而网络互助则是直接在互助团体内转移。对于（2）标准，当危险发生

遭受损失时，互助成员是否对网络互助组织或其他成员具有法律上请求赔偿或给付的权利。虽然

网络互助平台发布的《成员规则》或《成员公约》，一般均宣称“本计划不是保险，我们不承诺您

能够获得确定的风险保障”，从而使得申领互助金属于“无法律约束力”的经济援助，但是，平台

单方面的宣称并不能完全影响对产品实质的判断，因为可以根据平台的行为进行判断，如通过产

品和交易形式的设计具有实质上的刚性赔付
〔47〕

，那么同样可以视为平台默认承诺成员能够获得确

定的风险保障，进而使得成员获得——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亦认可——对平台具有申请赔偿或

给付的权利。对于（3）标准，互助金的分摊是网络互助成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便成员不想对某

些遭遇危险的个体捐赠费用，要么选择退出互助计划并失去保障，要么为了保持成员身份、继续

得到保障而全额缴纳被分摊费用。从这个角度讲，成员缴纳分摊金额是获得互助的对价。对于

（4）标准，因为成员支付的分摊费用远小于当危险发生时获得的互助金，也有可能因不发生危险

而不会获得互助金，符合射幸性的条件。
〔48〕

因此，可以发现网络互助完全符合保险业务标准中

（3）对价给付、（4）给付具有射幸性，以及部分符合（1）风险转移与承担、（2）非依附性与独立

的法律请求权等要素。 

适用保险业务标准还应考虑是否有利于创新，尤其是现代互联网金融产品融合的影响。保险

监管机构顺应互联网时代要求，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相关的规定，为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开展

建立了基本规则。相应的，保险监管机构对网络互助监管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无论是开展网络

互助专项整治，还是禁止信美人寿参与“相互保”，其已经承担起网络互助的监管工作。 

因此，网络互助作为新型健康风险分散与保障机制，虽然不符合《保险法》对商业保险定义

                                                        
〔46〕 曹顺明、赵鹏：《论“保险业务”的实质判定标准——兼析经营延保、救援服务是否构成非法经营保险业务》，载《保险研究》

2015 年第 9 期，第 3 − 8 页。 

〔47〕 程海宁：《“相互保”商业模式问题分析》，载《金融法苑》2019 年第 2 期，第 17 − 32 页。 

〔48〕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 0305 民初 12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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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但具备了保险的实质
〔49〕

，为人们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及中高风险群体，提供了可负担的

健康风险保障。 

三、网络互助监管体制构建 

目前，网络互助仍处于监管缺位的状态。虽然保险监管部门针对网络互助开展若干专项整治

或监管约谈，但主要目的在于划清网络互助与保险之间的界限，并未就网络互助监管提供具体指

引。禁止网络互助是最简单的监管方法，但或许并不能实现福利最大化效果。尤其对于曾因网络

互助的兴起而获益的中低收入群体以及中高风险群体。鉴于网络互助的法律性质——具有保险的

实质，应纳入银保监会的监管。在确定合适的监管主体之后，鉴于网络互助与互联网的亲缘性，

笔者将采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网络互助的风险特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监管应对与发展方向，以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一）监管主体之认定 

如前所述，网络互助符合多项保险业务标准。即便从严认定网络互助不符合构成保险业务的

全部要件，亦不应否认网络互助与保险在性质上类似。此外，将网络互助纳入银保监会监管还有

如下理由。 

第一，网络互助具有金融属性。金融的本质是资金跨时空（时间和空间）转移以及在此过程

中卷入的风险与回报，即实现货币的时间价值。因此，金融的本质涉及两个大的层面：一是投资

和融资，二是风险与回报。投资和融资的过程就是风险与回报的权衡过程，最终反映的是货币的

时间价值变化。
〔50〕

网络互助是成员主动对资金的跨时空转移，目的在于获得保障风险的回报。而

且，网络互助业务实质上是对资金的撮合和对资金流的管理，是较为典型的货币流通行为，也可

视为具备明显的金融属性。
〔51〕 

第二，保护公共利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从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考量社会整

体利益出发，将网络互助纳入银保监会监管是公共利益的要求。
〔52〕

网络互助涉及潜在多数不特定

人群的事务，应当纳入行政监管层面，而非仅以无名合同受合同法的规制。网络互助提供的健康

风险保障，已经不再只是特定少数人的权益，而是涉及众多社会公共利益。 

虽然银保监会多次对网络互助的经营发出警示，强调其并非保险。但是，是否纳入保险监管，

                                                        
〔49〕 在日本保险法中，将保险契约与互助视为同质，认为互助是利用保险技术达到团体成员相互扶助的目的。参见张冠群：《互

助契约是否为保险或类似保险——评“台湾高等法院”2011 年金上诉字第二十八号民事判决》，载《月旦裁判时报》2012 年第 2 期，第

43 − 56 页。 

〔50〕 杨东：《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第 107 − 126、206 页。 

〔51〕 周运涛：《转型公益是网络互助创新的退化》，载《金融电子化》2019 年第 2 期，第 82 − 83 页。 

〔52〕 桑本谦：《法律教义是怎样产生的——基于后果主义视角的分析》，载《法学家》2019 年第 4 期，第 1 − 16、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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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必然以产品名称中是否包含“保险”字样加以判断。在英国的判例中，保险合同被描述为一

种合同，根据这种合同，一个通常但并非总是从事这种业务的人（承保人）同意在某一不确定并

且是负面的事件发生时支付金钱（或提供相应利益），以此作为通常被称为保险费的金钱代价的交

换。
〔53〕

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第 22 条对保险的定义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承担义务的

合同，即赔偿产生于偶然或未知事件的损失、损害或责任”。美国在监管实践中，除了法律规定的

保险产品，其他具有类似保险保障功能的产品如履约保证金（performance bonds）、保证金

（guaranties）、保证（suretyship）等均被纳入保险监管，而非采取一般合同监管。
〔54〕

如果不纳入保

险监管，实际上就降低了该行业的准入和经营要求，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因此，从公共利

益的角度来看，将网络互助摒除监管范围，不仅体现出了“传统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或机构监

管的原则或理论的失灵”，更不利于保护广大网络互助会员（消费者）的利益。
〔55〕 

保险是高度监管的行业。《保险法》第 6 条禁止未经法律规定的组织和个人经营保险业务，目

的在于避免不受监管的保险业务非法吸收资金，却无力赔付致使消费者受害，影响社会金融秩序。

该条规定的关隘在于保险业务，却未规定保险业务的判定标准。尤其对于没有保险之名，但符合

多项保险业务标准的网络互助，仍有高度监管的必要。 

（二）社会网络理论视角下的网络互助风险特征 

社会网络理论是从社会学发展起来并应用到互联网金融监管领域的分析工具，将社会网络中

的“节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基本分析对象，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

置，以及网络的结构，而非行动者的个体属性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
〔56〕 

网络互助的兴起与发展，是传统互助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对解决公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风险

保障需求与相对滞后的市场供给之间的矛盾，尤其对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风险群体的保障缺口起

到了积极作用。网络互助与传统风险保障机制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众多的“节点/行动者”以及彼此

之间的联系。网络互助的多节点连接体现在：（1）会员之间的同向性意思表示，成员与成员之间

订立网络互助成员公约；（2）成员与平台之间的委托—受托关系，平台受全体成员的委托经营具

体的网络互助计划；（3）成员关系具有团体性，成员因有共同的目标以及彼此互负分摊互助金的

义务而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 

由于建构了相比传统互助密度更高、节点更多的网络，网络互助一方面使得风险分散的功能

大大强化，但另一方面也加速了金融风险的扩散与传染。这些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经营风险、

资金管理风险、平台破产风险等。商业经营风险主要体现在：（1）经营比较混乱，加入时告知不

                                                        
〔53〕［英］克拉克：《保险合同法》，何美欢、吴志攀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 4 页。 

〔54〕 Lee R. Russ & Thomas F. Segalla, Couch on Insurance 3d, Clark Boardman Callaghan, 2005. 

〔55〕 杨东：《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5 期，第 69 − 91、205 − 206 页。 

〔56〕 许多奇：《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特性与监管创新》，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20 −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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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甚至误导。
〔57〕

（2）产品设计不合理，甚至违反常识。
〔58〕

（3）商业模式不清晰，迄今为止所

有平台均未实现盈利，也未形成有效的、可复制的盈利模式。（4）设立的初心和理赔严谨性需要

平衡，线上扩张与线下理赔需要平衡。资金管理风险体现在：（1）部分网络互助平台采取预先收

费并建立资金池的互助金管理模式，存在资金管理风险。如果风险控制不足或不当投资，恐出现

类似 P2P 贷款爆雷的恶性事件。（2）网络互助未基于保险精算进行风险定价和费率厘定，没有严

格提取责任准备金，在赔偿给付能力和业务稳定性方面没有充分保证。平台破产风险表现在，与

保险公司不同，对于网络平台并未规定退出机制。有些平台退出是由其他平台接收。例如，深圳

未来互助平台停业，其成员由上海“众托帮”互助平台承接。但成员在新旧平台中过渡却未有明

示的处理规则，成员的权益能否获得保障不得而知。更严重的是，有些平台并无其他平台接受，

甚至有的平台卷款跑路。 

与传统互助相比，网络互助风险放大为系统性风险的危险性大为增加。不同于传统大型金融机

构的“太大而不能倒”，对于会员超千万甚至过亿的互助平台，可能表现为“太多连接而不能倒”。
〔59〕

由于在现实中，成员向其他数千万乃至数亿成员请求赔付互助金并不可行，因此平台的经营影响

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如果平台管理不善甚至破产，或使会员无处寻求救济，会引发群体性维权

事件。如果风险控制措施不完善，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社会网络理论视角下的监管因应 

回顾网络互助的发展历程，与之相对的监管则在推动风险保障创新和维护风险保障秩序稳定

之间摇摆。一方面对于网络互助平台的运营主体尚无资质与牌照要求，网络互助仍处于自由发展

阶段；另一方面运动式的开展网络互助专项整治，使得 1/3 的网络互助平台关停，并禁止保险组

织参与网络互助，如禁止信美人寿参与“相互保”。但这并非监管者的最终态度，也非理想的监管

模式。在纵向割据型的金融监管体制下，网络互助事实上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
〔60〕 

虽有学者认为监管者秉持“市场试行、法规后至”的监管理念，起到降低创新成本的效果，

而“将网络互助纳入正规监管将造成极高的监管成本”
〔61〕

，但更多学者认为监管缺位造成的风险

更大：网络互助长期徘徊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将限制商业模式探索与创新
〔62〕

；网络互助

                                                        
〔57〕 例如，某平台在产品宣传中表述“30 万元额度保障，不要钱！”“加入互助，倒送 3 元红包”。参见程盟超：《每月几块钱，出

事赔 30 万，靠谱吗？》，载重庆晨报网，https://www.cqcb.com/headline/2019-08-22/1816278_pc.html。 

〔58〕 例如一则“糖尿病互助计划”，19 元加入，最高赔付 30 万元，竟号称“不管是否罹患糖尿病，都同样加入”。参见程盟超：

《每月几块钱，出事赔 30 万，靠谱吗？》，载重庆晨报网，https://www.cqcb.com/headline/2019-08-22/1816278_pc.html。 

〔59〕 许多奇：《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特性与监管创新》，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20 − 39 页。 

〔60〕 纵向割据型的行业法规制构造体制，以“危机应对”为主要特征，侧重规制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管理关系，不重视对金融

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不平等交易关系的金融服务关系进行规制，而将之归于调整平等交易关系的民商法调整。参见杨东：《论金融法

的重构》，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 7 期，第 128 − 143 页。 

〔61〕 苏广润：《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相互保险监管》，载《中国保险》2019 年第 6 期，第 12 − 17 页。 

〔62〕 顾长河：《大力推动中国相互保险发展以深化多层次金融改革》，载《云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6 期，第 8 − 13、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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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与 P2P 借贷平台有相似之处，难免爆雷之弊
〔63〕

；监管漏洞和空白使得政府未能对处于金融

交易环节末端的交易主体、交易客体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规制，不但可能使会员消费者

遭受巨大损失，也可能会给市场带来风险。
〔64〕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分析，网络互助具有风险分散与

传染两面性、“太多连接而不能倒”的系统性风险等特征，因此，监管举措应以消费者利益保护为

基本价值，以透明度原则为依托，强化平台信息披露义务，并积极采纳监管科技工具、公私合作

模式以提高监管能力。 

传统金融监管忽略消费者保护，尤其是未将因金融创新而产生的新金融消费者纳入其调整与

保护对象，这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重要的反思。成员是网络互助的基本节点/行动者，应当针

对威胁消费者的风险进行针对性监管：（1）消费者安全，包括交易安全、隐私信息安全以及保障

安全和持续赔付；（2）保障的可获得性，在区别定价（differential pricing）基础上兼顾实质公平，

保障因其他社会因素而被歧视的人群能够获得健康风险保障；（3）防范平台侵犯消费者权益，并

对平台资金用途、资金账户等进行监管，防止平台挪用、滥用资金；（4）完善对成员申请互助金

的救济机制。 

透明度风险是互联网金融的一种基础风险，对此有效管控的监管原则是透明度原则。
〔65〕

网络

互助虽然是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互助，但实际发起人和管理人是网络互助平台，因此应防范平台的

透明度风险。保证网络互助体系内的资金安全（尤其是预缴式网络互助模式）、信息的真实和运行

的有序，这正是网络互助平台的核心职责所在。从法律关系上来看，平台对成员亦负有信息披露

义务。平台与成员之间主要由网络互助《成员公约》以及具体的《互助计划》条款规定。传统民

法学以个人主义社会为背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契约”。但现代民法学以团体主义社会为背景，

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制度”。
〔66〕

对于网络互助这一典型的团体主义社会的产物，《成员公约》或《互

助计划》约定的权利义务并不一定符合成员的利益。而在委托—受托法律关系框架下，平台可被

视为成员的受信人，承担信义义务，强化平台的信息披露义务
〔67〕

，从而要求平台经营网络互助的

过程应当透明，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监管科技（Regtech）为因应快速发展的金融科技（Fintech）而提出，强调积极拥抱并运用新

技术到现有监管体制中，从而提高监管能力。
〔68〕

可以说，监管科技是实现网络互助监管机制优化

                                                        
〔63〕 吴婷：《论网络互助平台的规范与监管》，载《上海保险》2019 年第 7 期，第 22 − 24 页。 

〔64〕 杨东：《论金融法的重构》，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 7 期，第 128 − 143 页。 

〔65〕 许多奇：《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特性与监管创新》，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20 − 39 页。 

〔66〕 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1 页。 

〔67〕 域外尤其是英美国家，解决公司中“内部人控制”的主要途径是法律对董事施加信义义务，并辅之以司法的事后追责。在网

络互助的法律关系中，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平台作为管理人与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对平台施加信义义务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David J. Hayton, The Law of Trusts, Sweet & Maxwell Ltd., 2003, p.16, 28. 

〔68〕 杨东：《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5 期，第 69 − 91、205 −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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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由之路，并为落实透明度原则提供了工具。网络互助是互联网科技发展的产物，充分利用了

信息革命、在线支付、大数据等技术成果，打造了支撑“现代信任”的环境。运用云计算、人工

智能以及区块链等科技，方可对“太多连接而不能倒”的网络互助实施有效监管。 

传统的纵向割据型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以金融排斥为基础，网络互助监管应以金融包容为基础，

以建立在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监管关系取代命令—控制式的监管关系，从而平衡信任与利益，实

现可持续发展。落实包容性监管理念可探索采取公私合作监管（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

鼓励企业（网络互助平台经营者）自治与行业自律，监管部门进行宏观指导并积极推进法律法规

制度的建立，从而促进网络互助的价值实现。对于新兴的风险保障行业而言，成立行业协会并加

强自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行业协会既要求会员企业遵循最低资本要求，同时集协会之力制定应急

计划以保护投资者利益，通过减少最坏情况以保护行业形象；同时，行业协会还可提供可行、合

适的规则，与监管者合作推动经营合法合规。 

四、结语 

2020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到 2030 年，全面建

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

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改革发展目标。相较于 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提出的“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

疗保障体系”，该文件首次明确了“医疗互助”在国家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中的定位。 

网络互助的兴起与发展，体现了我国现阶段公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风险保障需求与相对滞后的

市场供给之间的矛盾，尤其对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风险群体的保障效应、减灾效应以及失能收入

损失的补偿效应得到了普遍认可。网络互助起源于互助，充满了情感主义。但其经营的是健康风

险保障，这些产品在文化上是被界定为超越货币价值的。网络互助的本质特征和重要价值在于“依

靠互联网技术重构信任机制，提供普惠性的健康风险保障”。网络互助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得益于重

新建立了“现代信任”。互联网技术对信息的聚集和利用，重建了个体之间直接交易的可控环境，

这是网络互助赖以产生、发展的重要条件。
〔69〕

一旦信任丧失，将会对市场造成巨大的破坏。2008

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在于，由于金融监管未能很好地调整金融市场中已经大量存在的不平等

交易关系，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丧失殆尽，使得金融市场功能坍塌。 

目前，网络互助再次进入下行周期。尤其是相互宝在 2021 年末宣布关停，使得网络互助颇有

盖棺定论之势。然而，只要仍存在商业保险未触达或难触达的中低收入人群，互助模式就从来没

有也不会销声匿迹。而且，从精算角度来看，网络互助具有可考证的精算原理基础，其与相互保

                                                        
〔69〕 赵鹏：《平台、信息和个体：共享经济的特征及其法律意涵》，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 年第 4 期，第 69 −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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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是不同的风险共享法则。
〔70〕

从监管角度来看，如上文所述，譬如在美国，类似的商业模式通常

终将纳入保险业的监管体系。网络互助虽然不符合我国《保险法》对商业保险定义的形式，但具

备保险业务的实质要素，而且网络互助与保险均使用了类似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手段，存在功能上

的重叠与交叉。鉴于网络互助与互联网的亲缘性，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分析，笔者建议监管者应以

消费者利益保护为基本价值，以透明度原则为依托，强化平台信息披露义务，并积极采纳监管科

技工具、公私合作模式以提高监管能力，希望能够规范网络互助新业态的健康发展，使之成为我

国“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

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中生机勃勃的组成部分。 

 

The Rise and Fall of Remutualization?  
—The Legal Nature and Regulatory Responses for Online Mutual Aid 

HE Qihao  ZHANG Junyan 
 

Abstract: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made people reconsider the wave of demutualization of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As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mutual aid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online mutual aid—a remutualization form—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has exceeded 300 million. This model has a wide coverage of beneficiaries and a 

low risk protection threshold, which satisfies people’s healthcare needs. However, online mutual 

aid has also exhibited certain business risks, legal risks, and etc., and it is urgent to call for 

regulation. Due to the controversy about the legal nature of online mutual aid, there are several 

differen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including “insurance theory”, “Charity theory”, and “quasi- 

insurance theory”. There is also debates about whether and how to regulate online mutual aid. This 

article first describes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online mutual aid as a risk protection mechanism, 

compares it with traditional mutual aid and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then analyzes the legal 

nature based on the business insuranc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Although it does not belong to the 

strict definition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in the Insurance Law, it ha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insurance. It should be regulated accordance with the “penetrating” regulatory standard and the 

attitude of “substa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orm”. If it is not included in insurance supervision, it 

                                                        
〔70〕 Z. Chen, R. Feng, L. Wei & J. Zhang, From Ex Ante to Ex Post Risk Sharing: Cost-Effectiveness, Fairness, and Adverse Selection in 

Mutual Aid (2021),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92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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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actually lower the access and operation requirements. Moreover, social network theory to 

analyze the risk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mutual aid and proposes targeted innovative regulatory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network theory, there are many “nodes/ actors” in network 

mutual assistance, which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sk dispersion and infection, and systemic 

risks of “too many connections to fail”. Finally, we propose that the regulator should take the 

protections of consumer interests as the basic value, rely on the 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strengthen platform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and actively adopt regulatory technology 

tools and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models to improve capabilities. 

Keywords: Remutualization;  Online Mutual Aid;  Business of Insuranc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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